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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比较分析法在管理学构型研究中的应用：
述评与展望

张    驰,  郑晓杰,  王凤彬
（中国人民大学 商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构型（configuration）视角在管理学研究领域方兴未艾，但由于方法局限，该视角

在实证研究中进展缓慢。自Fiss（2007）提出可以用定性比较分析法（QCA）解决构型视角的实

证研究难题后，该方法在国外管理学研究中得到迅速推广。与之相比，国内对此方法的应用还

处于起步阶段，成果相对匮乏。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管理学领域采用QCA方法的相关文献进行

系统梳理，分析总结出此方法可帮助管理研究者解决的三类难题：探究引致同一结果的多种路

径、处理多个前因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以及对分类方法做出深化和补充；并提炼出六大优势：对

样本量和数据来源要求较低、便于应对前因复杂性、主张因果非对称性、无须对跨层变量进行

特殊处理、降低现象复杂性和可完整解读案例。面对此方法应用中最受质疑的稳健性问题，本

文归纳出了几种具体的应对策略。在总结QCA最新进展的基础上，本文还提出了深挖既往研

究、开拓未来研究和时序研究三个维度的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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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随着环境复杂性程度的提高，企业面临的问题不断增多且更加错综复杂，传统的单一前因

变量或其与少量权变因素的交互已难以对结果做出全面合理的解释。龚丽敏等（2014）认为，组

织管理研究范式经历了“普适—权变—构型（架构）”的变迁过程，与之对应，管理研究的核心逻

辑也从简单的线性逻辑经历权变逻辑过渡到现在的全局逻辑，旨在解决多维度、多变量复杂问

题以及更加关注动态性的构型研究（configuration research）正好代表了这样一种全局观。但一

直以来与构型有关的实证研究进展缓慢，尤其是对构型与绩效之间关系的存在性存有质疑

（Barney和Hoskisson，1990），构型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传统统计分析方法在解决该类问题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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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所导致（龚丽敏等，2014），因此发展构型研究适用的实证方法迫在眉睫。为此，一些学者尝

试以集合论的方法进行构型研究，如Romme（1995）和Öz（2004）采用布尔运算的方式进行了初

期尝试。此后，一些学者沿着集合论的思路继续发展并逐步完善。Fiss（2007）在《美国管理学

会评论》（AMR）发表的理论文章中，明确提出以集合论和布尔运算为基础的定性比较分析法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能够探究前因条件之间的互动（包括互补、替代和抑制）

如何共同引致被解释结果出现可观测到的变化或不连续（Fiss，2013），非常适用于解决构型类

研究问题，并详细介绍了该方法对于管理领域构型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由于这一顶级管理期刊

的影响力，Fiss成功地将定性比较分析法引入组织构型研究中，并数次在美国管理学会（AOM）

年会上举办QCA工作坊，吸引了一大批跟进者。随后QCA方法的应用逐渐渗透到管理学研究

的各个细分领域，包括创新管理、国际商务、人力资源管理、利益相关者管理、组织设计、战略管

理、知识管理、创业管理以及消费者行为等。与国外管理学研究中的声势渐起反差很大，国内相

关研究只有数篇，并且大多是政治学、社会学和新闻学等宏观研究领域，管理学研究中熟悉甚

至了解QCA的学者更是寥寥无几。虽然有两篇关于QCA的综述，但也都是从数理逻辑上解释

了布尔运算的原理（夏鑫等，2014；毛湛文，2016），并没有对该方法所能解决的问题类型和优势

等进行剖析。

本文对国内外175篇采用QCA方法的管理研究文献进行回顾和梳理，简要归纳国内外相

关文章发表的现状、研究的领域和主题；在此基础上总结QCA方法用于管理研究可解决的三

大类问题，同时提炼了既有研究中所呈现的将QCA用于管理研究的六大优势，针对此方法应

用中最受质疑的稳健性问题归纳出几种应对方法，并对QCA方法的演进进行概述和研究议题

的未来展望。本文旨在拉近与国际研究前沿的距离，增进国内管理学界对这一新方法的了解与

认识，为国内管理学研究者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操作工具，以帮助走出构型研究中方法支持乏

力的困境。本文展望中提出的议题，可以启发管理学者从新的角度审视当下和既往的研究，从

而推动管理理论的发展。

二、  构型研究既有方法的局限和定性比较分析法概述

（一）构型研究及其方法困境

构型研究聚焦于具有相似的战略、目标或结构等共同特征的组织集合，描述这些共同特征

所形成的一致或者相似的模式（pattern）或构象（constellation），这种模式可以是个体、团队层面

的，也可以是组织或者组织网络层面的（Meyer等，1993）。最早的构型研究始于Burns和
Stalker（1961）对企业是否具有应对动荡环境的灵活性而进行的有机式与机械式组织分类，后

来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并逐渐发展成熟（Miles等，1978；Porter，1980；Mintzberg，1973；
Miller，1981；Hambrick，1984；Houthoofd和Heene，1997；Leask和Parker，2007），由起初主要用于

组织理论、战略管理逐渐扩展到人力资源管理、组织行为、创业和国际商务等领域中。

Short等（2008）对构型研究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和回顾，提出构型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分类。

Doty和Glick（1994）认为，由于类型学（typology）可以综合考虑情景因素、结构因素、战略因素

等多个前因之间的关系，因此当导致结果的原因具有复杂性时，类型学是构建理论的唯一途

径。Fiss（2011）也认为类型学是研究战略和组织领域原因复杂性理论的重要方法。虽然类型或

构型研究已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追捧，但在实证研究中，其发展却不尽如人意。过去研究者们

多使用聚类方法（如Bensaou和Venkatraman，1995；Cool和Schendel，1987；Fiegenbaum和

Thomas，1990；Hambrick，1983；Ketchen等，1993）、交互作用（如Baker和Cullen，1993；Dess等，

1997）和差分方法（如Delery和Doty，1996；Drazin和Van de Ven，1985）来识别不同构型以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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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结果变量的影响。然而，关于构型与绩效关系研究得出的结论大多模棱两可，具有很大的歧

义，致使一批学者（如Barney和Hoskisson，1990；Hatten和Hatten，1987；Thomas和Venkatraman，
1988）对是否存在这种因果关系产生了质疑。直到Ketchen等（1997）通过元分析得出构型的确

能够预测绩效，研究者们才转换思路，意识到之前对于构型与绩效是否存在关系的疑问或许应

归咎于先前研究中所使用的统计研究方法的局限（Ferguson和Ketchen，1999）。
Fiss（2007）详细阐述了组织构型实证研究中方法与理论不相匹配的问题，指出既有的受

线性思维范式主导的研究方法与构型理论的全局逻辑是相悖的。他提倡要用集合论的方法探

寻因果关系的复杂性，以多种前因条件之间相互作用来共同解释结果变量，且以体现殊途同归

的“结果等效性”（equifinality）来说明前因条件的不同组合可能会引致同样的结果。Fiss明确指

出，构型视角的研究特别适合采用集合论的方法，而QCA就是集合论的方法之一。

（二）定性比较分析法概述

定性比较分析法是介于案例导向（定性方法）和变量导向（定量方法）之间的研究方法，是

一种能够兼得两种方法优势的综合研究策略（Ragin，1987）。其基本思想是，以集合论和布尔运

算作为其方法论的基石，探究前因条件组合如何引致被解释结果出现可观测的变化或不连续

（Fiss，2013）。较之传统的Logit模型、交叉表检验或卡方检验等将结果变量处理为分类变量的

方法，QCA处理此类问题更为便捷。由于能在数量有限的案例中归纳分析其构型本质，该方法

首先被应用于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Marx等，2013；Rihoux和Marx，2013）。加之具有能够理顺

原因复杂性的优点，QCA方法对管理尤其是组织构型研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Fiss，2013）。
依照集合形态的不同，定性比较分析法可细分为清晰集（crisp set）定性比较分析、模糊集

（fuzzy set）定性比较分析和多值（multi-value）定性比较分析，分别称为csQCA、fsQCA和

mvQCA）。以下简要介绍利用该方法进行构型分析的基本原理（Fiss，2007，2011）。
1. 标定变量。QCA需要结合理论与实践，利用直接或者间接标定方法（Ragin，2000，2008）

将前因要素和被解释结果转换成集合数据（Fiss，2008；倪宁和杨玉红，2009；彭娟，2013）。其
中，csQCA是将变量转换为“0—11”二分变量（当变量取值为三分或以上时就是mvQCA，下

同），而fsQCA则在定性二分基础上进一步将变量标定为成员归属度（membership score），这是

一个在0—1闭区间内连续变化的模糊集变量。值得注意的是，此处0—1之间的集合归属度变量

与统计分析中的定距或者定序变量不同，QCA方法要根据理论和研究需要来决定各个前因条

件以及被解释结果在各集合中的标定标准，只将与被解释结果“相关”的差异纳入考虑。

2. 生成真值表。集合论分析方法是从“集合—子集”关系入手探索前因要素和被解释结果

之间的因果关系模式，因此需找出所有能引致结果的前因条件组合，即真值表（truth table）。软
件模块首先会给出包含所有潜在构型（2

k
行的真值表，k指的是前因条件的个数）的真值表，然

后根据研究者选定的一致率门槛值和案例频数门槛值自动筛选出可充分解释结果的前因条件

构型。

3. 充要性分析。即判断特定构型在多大程度上是结果变量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及其对被解

释结果的解释力度，并识别出共享性变量和替代性变量，从而形成引致被解释结果的多条路

径。QCA实际操作中是将一致率（consistency）和覆盖率（coverage）作为检验结果可靠性的指标

（Ragin，2008；彭娟，2013；夏鑫等，2014）。其中，一致率用来描述充分条件的非对程度，其计算

公式为Consistency（Xi≤ Yi）=∑[min（Xi，Yi）]/ ∑（Xi）；覆盖率用来描述某一构型作为引致结果变

量路径的唯一性程度，其计算公式为Coverage（Xi≤ Yi）=∑[min（Xi，Yi）]/ ∑（Yi）。式中，Xi为条件

要素的校准值，Yi为结果变量的校准值。

4. 反事实分析与求解。针对设定的被解释结果，如果不进行任何形式的反事实分析，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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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复杂解”（complex solution），这通常不符合研究经济性的要求。为了简化筛选出的条件构

型，研究者会结合理论干预假设和经验判断进行反事实分析，使求出的解在复杂性程度上有所

降低，即得出非常简化的“简洁解”（parsimonious solution）和居于其与复杂解之间的“优化解”
（intermediate solution）。这里涉及两类反事实分析：一是简单类反事实分析，指研究者确信有冗

余条件被纳入了特定前因构型，而该构型是否引致被解释结果并不受冗余条件的影响，在此情

形下将冗余条件移出构型以简化条件组合；二是困难类反事实分析，指研究者缺乏理论上对某

条件是否冗余的明确判断，现有样本数据亦无法证明移除该条件后的构型不能引致该被解释

结果，但出于简化构型的考虑，仍将该条件移出构型（Ragin，2008；Fiss，2011）。软件运行输出的

“优化解”仅基于简单类反事实分析，其中的前因条件可能因研究者设定不同的简单类反事实

前因条件而消失；“简洁解”则同时基于两类反事实分析，其中的前因条件十分稳定，不受研究

者对简单类反事实前因条件设定的影响。简洁解和优化解中共同包含的前因条件称为核心条

件（core condition），而仅在优化解中包含的前因条件称为辅助或边缘条件（peripheral
condition）。从对被解释结果的充分性来看，非核心条件也可能是解释中不可或缺的前因要素，

因此也称为非核心的贡献性条件（Ragin，2008）。

三、  管理学领域应用定性比较分析法的现状及国内外比较

通过结构化的文献收集方法，我们共筛选出截至2016年6月的相关英文文献165篇，中文文

献10篇。在所发表的英文文献中，有23篇（约占14%）发表在管理学领域顶级期刊上（AMJ 6篇，

AMR 1篇，ASQ 1篇，SMJ 2篇，JIBS 6篇，OS 5篇，JMS 2篇），87篇（约占53%）发表在主流管理学

期刊（JBR，Decision Sciences，Journal of Management Inquiry和European Management Review），

其他55篇系在管理学科细分类期刊刊出。在中文文献筛选中，我们发现国内学术界（包括政治

学、新闻传播学等领域在内）应用QCA的文献总计29篇，管理学领域仅有10篇，其中2篇发表在

A类期刊（《管理世界》和《中国工业经济》）。这一方面表明QCA方法在国内管理学界得到

了认可，另一方面也说明其在国内的应用远远不足。相比之下，在西方学术界，QCA方法已被

认为是介于定量研究和定性分析之间的一种成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早期主要用来研究政

治问题、国际外交、社会问题等，近些年来逐渐被管理学界关注并应用（如Bell等，2014；
Crilly等，2012；Crowley，2012；Greckhamer，2011），2014年的AOM会议也开始有探讨QCA在管

理学中应用的分论坛。近三四年来，应用定性比较分析法的文章呈指数增长之势。

从发表年份来看，最早使用集合论方法的论文出现在1995年。作为定性比较分析法的雏

形，Romme（1995）利用布尔乘积比较法建立了高管团队中自组织过程模型。Öz（2004）认为，在

管理学研究领域，尽管案例研究方法的应用相当普遍，但由于其普适性问题使采用该方法的研

究面临严峻的“外部效度”考验，所以他提出可用布尔乘积和模糊集的逻辑方法提高多案例研

究的严谨性。随后陆续有学者沿着该思路进行研究（Kogut等，2004；Jackson，2005；Koll等，

2005；Takahashi和Nakamura，2005；Kogut和Ragin，2006；Greckhamer等，2007；Kvist，2007）。直
到2007年，Fiss在AMR发表了一篇题为“组织构型研究中的集合论方法”的文章，大大提升了学

者对QCA方法的兴趣与信心。该文中详细介绍了基于集合论的定性比较分析法如何应用在组

织构型研究中，并且介绍了该方法与传统统计研究方法的差异以及解决问题的不同视角。该论

文的发表标志着QCA方法在主流管理学界得到了认可。2011年，Fiss又在AMJ上发表了一篇

“建立更好的因果理论：组织分类研究中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的应用”，该文利用模糊集定性

比较分析法（fsQCA）对Miles等（1978）基于理论分类的组织构型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介绍了如

何利用该方法建立中观的因果过程理论。此后，在国际管理学研究领域利用QCA方法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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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破竹之势发展，尤其是近三四年使用该方法的文献大量涌现出来，代表着这一新的方法迈入

了快速发展时期。特别是在2016年4月份，《商业研究》（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刊出一

期以“商业中的集合论研究”为主题的特刊，发表46篇在商业研究中应用QCA的文献。这组文献

主要从创新创业、组织战略和管理绩效三大方面探讨QCA在组织管理研究领域的应用，内容

覆盖了商业模式、组织行为（领导成员交换）和人力资源（工作生活平衡）等研究领域，并有文献

关注了QCA方法的发展及其与定量研究方法如结构方程模型（SEM）的结合使用。然而，国内

管理学界对该方法的应用寥寥无几，即使将其他领域都包含进来，也比不上国外一年的发

文量。

在西方管理学界，QCA方法的应用已渗透到各个细分领域，包括创新管理、国际商务、人

力资源管理、利益相关者管理、组织设计、战略管理、知识管理、创业管理以及消费者行为等研

究领域。表1介绍了QCA方法在管理学各研究领域中应用的现状，包括代表性论著及主要研究

主题和发现。

四、  管理学领域定性比较分析法可有效解决的问题类型

综合175篇文献，我们将管理学领域可借助QCA方法有效解决的研究问题归结为三大类。

（一）探究引致同一结果的多种路径

通常所说的“殊途同归”，即“结果等效性”，指系统经由不同的初始条件和多种路径实现稳

定状态（Katz和Kahn，1978）。与“动态平衡”类似，管理学者大多认同“因果等效性”是开放系统

的一般特征（Bertalanffy，1968），但早期仅作为组织的一种常态来认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

将其视为可测量、可研究、可挖掘的概念（彭娟，2013）。识别多种初始条件及其组合成的路径，

是应用QCA方法的构型研究致力于探寻多样性导向的表现。作为一种构型研究的实现方法，

QCA能够对导致某一结果的前因条件组合进行整体的分析，从而理清导致这一结果的具有殊

途同归效果的多种路径（倪宁和杨玉红，2009；李蔚，2015）。在QCA分析中，一般是以复杂程度

居于简洁解与复杂解中间的优化解，依此导出引致特定结果的若干“前因构型”，以其代表具有

结果等效性的多条路径（Judge等，2014；Bell等，2014；Chandra Balodi和Prabhu，2014；彭娟，

2013）。另外，QCA可以将质性数据进行量化处理，从而测量出具有等效性的每一条路径对结

果的净影响（李蔚，2015）。传统的回归分析不关注结果等效性的问题，导致这一存在于管理实

践中的重要问题一直是未被深入挖掘的概念和领域（Fiss，2007）。基于构型视角的QCA被认为

是处理这一疏于探究问题的最适切的研究方法。

（二）解决前因复杂性问题并处理多个前因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长期以来，主流管理研究采用的回归分析法要求各变量之间相互独立，不得具有共线性，

并在样本量足够大的情况下，探究各个前因变量对结果的主效应，或者通过分析二元或三元交

互作用来分析变量间的联合作用，但分析中需要析出主效应和调节效应，并且当具有多重交互

作用时，因结果难以解释，导致交互作用分析被规定为以三元为上限，而这显然不符合构型研

究的实际和需求（Fiss，2007）。QCA则与之不同，作为最适合构型视角研究的方法，QCA并不强

调析出各变量的独立净效应（Bell等，2014），而是重在分析引致某特定结果的多个条件组合

（Judge等，2014；Castro等，2013；Freitas等，2011），只要数据量得到满足，理论上不存在所考虑

因素的“上限”问题。

一些学者曾尝试使用聚类分析的方法规避回归分析的缺陷，即先对数据进行聚类，然后通

过单因素或多因素方差分析方法进行组间对比，以识别某一要素或某些要素的影响是否显著。

但这种方法仅能识别区分要素是否存在影响，其发生作用的机制仍是一个“黑箱”（Fis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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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聚类分析存在因果关系解释不清的缺陷，而且分析过程中聚类的标准往往受到研究者主

观判断的影响，这使其结果往往具有不稳定性。

QCA方法倡导者认为，组成构型的前因之间可能存在三种互动关系：互补性（complementary）、
互替性（substitution）以及抑制性（suppression）。其中如果采取一个或多个活动能够增加其他一

个或多个活动的收益，则称其具有互补性（Milgrom和Roberts，1995），具有互补性的要素之间

表 1    定性比较分析（QCA）在管理学界的主要应用领域及代表性文献

研究领域 代表研究 主要研究主题和发现

人力资源
管理

Romme（1995）；Bijlsma和van
de Bunt（2003）；Kalleberg和
Vaisey（2005）；Crowley（2012）；
Chang和Cheng（2014）

通过对高管的认知、行为、技能和面临问题等的组合对高管团
队的崩溃、高管技能的发展作出解释；哪些管理行为怎样组合
可以导致员工对管理者的信任，研究证明五种要素的13种构
型都可以导致信任，其中监测绩效、支持行为、安全的建言环
境共存的组合是信任的必要条件；对好工作的特征构型进行
分析；不同的管理手段会形成不同的管控模式；领导成员交
换、自我决定、管理控制、工作与家庭冲突、管理对工作与家庭
关系的支持五个要素导致高工作满意度的构型组合

创新管理
Cheng等（2013）；
Peltoniemi（2014）

组织相关、项目相关、程序相关、产品相关、市场相关、产品创
新的新颖程度等前因条件的多种组合如何导致产品创新成
功；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中进入时机、进入前的经验，以
及创新对某企业存续的影响

国际商务 Javier等（2014）；Crilly（2011）

母国与东道国正式及非正式的环境距离是导致跨国公司环境
绩效高低差异的核心要素；与内外部资源闲置、本国和国际的
合法性压力相关的哪些因素、如何组合会导致海外子公司采
取以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为中心的策略

创业管理
Chandra Balodi和Prabhu等
（2014）；Kask和Linton等
（2013）

导致印度和英国高新技术公司高绩效的路径有所不同；管理
方式、发明特点、市场地位的三种不同组合均可以成功的建立
商业伙伴关系

知识管理
Martín-de Castro等（2013）；
Bakker等（2011）

技术资产与人力资本存在功能对等性，而关系资产是必要条
件；项目所有者的高水平的知识吸收能力是成功进行知识转
移的必要条件，而单独要素均不充分

公司治理
Bell等（2014）；Garcia-Castro和
Casasola（2011）；Jackson（2005）

不同的监督、激励的治理方式组合可以为投资者带来同等价
值；以家族企业式的所有权、治理、管理和继承组合而成的各
种构型，对家族企业进行分类；公司治理、工会力量和政治体
系如何导致董事会联合决策

社会责任
和利益相
关者管理

Koll等（2005） 集中策略和平衡策略在响应组织利益相关者时对组织效果有
何影响，结论证明平衡策略具有行业普遍性且效果较好

战略管理
Crilly等（2012）；Freitas等
（2011）；Ordanini和Maglio
（2009）

面临单一方面压力的公司在实践中会采取弱势的策略，当信
息存在不对称时，这种策略是有目的实施的，而利益相关者期
待存在时，这种策略是自然发生的；导致基于学术新技术建立
的新公司其绩效差别的不同原因组合；客户和市场导向、内部
流程、外部网络如何组合能够使得新服务发展最大化

组织设计
Ganter和Hecker（2014）；
Chung（2011）

导致组织创新的诸多因素的交互关系，大规模、产品创新和程
序创新是高度创新的必要条件，而内部知识储备和外部知识
获得可以相互替代；结合市场中心理论、文化人视角和制度方
法解释了企业集团会成为最主要的组织形式

项目管理 Young和Poon（2013） 对项目成功而言，高管支持的必要性显著高于其他因素，而计
划和用户卷入对项目成功的意义比高管支持更高

市场营销 Ho和Lu（2015）；Wu等（2015） 同时追求市场开发和市场利用会损害市场绩效；外观、风险、
价值和有用性是消费者绿色购买意向的决定性因素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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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协同效应。如果两个因素在构型中起到相同的作用，可以相互取代，这种功能对等即称为

互替性。抑制性则指“采取一个或多个活动会降低其他一个或多个活动的收益”（Fiss，2011）。
检验前因变量的互动关系时，采用回归分析方法的研究者通常是通过设置竞争性假设，通

过改变样本或增加情境变量来验证同一要素可能对结果产生的相反影响，或者通过交互作用

来检验两个、三个变量的互补作用。QCA方法可以直接用来分析在不同的前因构型下相关因

素间表现出的不同互动关系，是少数可以直接简化复杂性的方法之一（Ragin和Sonnett，2008）。
例如，Ganter和Hecker等（2014）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对2002—2004年间2995家
德国企业创新行为和结果进行分析，探究规模、教育、知识来源、竞争四种条件的不同组合对创

新促进（包含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和创新抑制的影响。结果表明，“规模大×教育程度高×竞争

激烈”和“规模大×知识来源于外部获得”两条路径都可以导致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通过比较

不同构型的构成，该文还得出以下结论：知识来源于内部储备和知识来源于外部获得具有互替

性；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具有互补性；组织创新与规模大具有互补性；对于创新程度较高的影

响因素而言，教育程度高和知识来源于外部获得具有互替性。Kim（2013）发现，地理范围导致

的原因模糊性和独特性与知识内隐性导致的原因模糊性和独特性，在形成隔离机制时具有功

能对等性。他在研究中提供了一种证明功能对等性的方法，即检验一组用“OR”（并集）连接的

因素是否是产出的必要条件，若是，则认为这些因素之间具有互替性。彭娟（2013）用fsQCA对

现有文献中的六种HR系统进行研究，探究高绩效HR工作系统的要素构型及各要素之间的相

互作用，结论表明，能力发展要素和动机激发要素具有互补性；而带来较低员工流失率的各构

型组合中要素间存在互替性：共享性激励和即时性回报激励、依赖性激励和发展性激励、获取

共同认知模式和即时性回报激励之间均具有功能对等性。其研究中提供了两种验证互替性的

方法：一是当两个要素无法共存于任何一个导致结果的构型中时，则认为两者存在互替性；二

是通过对比两个及以上的构型，若某两个要素与同一个或同一组要素分别组合可以引致共同

的结果，则认为这两者存在互替性。

（三）作为分类方法的深化与补充

在构型研究中通常有两种分类策略：理论分类（typology）和经验分类（taxonomy）。理论分

类（Miles等，1978）是以既有研究作为基础，从中寻找解释变量，并推导出针对特定问题的权变

模型，是受概念、理论所驱动的分类形式；经验分类（Miller和Friesen，1984）则是从实践中总结

事物发展的模式规律，是受经验、实践所驱动的分类方式。前者是基于理论演绎的概念性分类，

后者是经验数据统计分析的产物，需概念化才有意义（Meyer等，2013；Hotho，2014）。QCA方法

基于归纳逻辑，通过基于理论的简单类反事实分析和基于经验的复杂类反事实分析得出不同

程度简化的前因构型，然后结合各构型的典型案例分析适当放大解释复杂度，从而成为比带有

诠释特性的跨案例归纳比较（Eisenhardt，1989）更具有科学性的定性经验分类的手段。

Fiss（2011）认为，各类构型应当呈现一种“中性排列”
①
性质的核心—边缘结构，并具有因

果非对称性，而传统分类学方法无法区别构成某一分类的多个要素的重要性差异。QCA可以

通过反事实分析区分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从而成为分类学的重要补充。基于集合论的方法，

例如fsQCA，可以将案例概念化为因素集合，并强调案例的独特性来源于因素间组合方式的差

异，从而成为对分类理论和构型研究有良好支撑的实证数据归纳研究方法。在对英国205家高

新技术制造业企业的研究中，Fiss通过fsQCA方法分析了结构与战略的组合对组织绩效的影

响，并将其与Miles等（1978）的经典分类进行对比，发现引致组织高绩效的四类构型分别与他

① 中性排列（neutral permutations）是指在一种给定的构型中，围绕核心要素，存在多于一个不同边缘要素的集群，但其排列不会对构型的
总体效果产生影响。这是对因果等效性理论的丰富。不过，虽然排列对于该研究结果而言是等效的，但对于未来发展的影响却未必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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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提出的探索者（prospector）、分析者（analyzer）、防御者（defender）三种类别相一致。以其得出

的引致高绩效的第一种构型为例，采用成本领先战略的公司，还同时具有组织正规化和集权化

的特点，并处于环境稳定或复杂性较高的情境。这一结果与防御者的基本特征相吻合。

Campbell等（2016）采用归纳法，从影响并购效果的机会、动机和能力三个维度，基于模糊

集合逻辑探究收购者特征、收购是否友好等十个要素组成的条件构型为何及如何影响公众对

并购通告的反应。通过对美国2403个并购通告采用fsQCA方法进行研究，他们得出了良好并购

和不良并购的类型区分。依照核心要素特征分别将良好并购的四类构型命名为地理上的规模

扩张、地理上的范围拓展、专家的激进相关多元化、新手的激进相关多元化；将不良并购的四类

构型命名为新手的对等合并、自大者的对等合并、专家的冒险转型以及专家的过度扩张。以其

中的“专家的冒险转型”为例，这一类并购的构型条件包括绩效较差、没有杠杆效应的经验丰富

的收购者，以非现金方式支付高溢价的价格实施业务非相关的并购
①
。由于过度多元化，市场

投资者通常会对这样的并购失去信心，从而成为一种不良并购。

既往对家族企业的划分是基于所有权、治理、管理和继承中的一个或若干个方面，这使得

分类随意，且庞杂无序（Garcia-Castro和Casasola，2011）。例如，Sharma（2009）以所有权和管理

方式作为家族参与程度的影响因素，依据家族参与度不同得出了72类完全独立、毫无重叠的家

族企业类别。Garcia-Castro和Casasola（2011）认为，采用集合论方法探究影响家族参与度的各

因素之间的联结及其充分、必要性，能够简化现有的家族企业分类。他们将家族企业定义为反

映家族参与的五项要素，即家族所有权、家族董事会、家族董事长、家族CEO和继承的耦合。理

论上，这五项要素（k=5）可以形成32种（即2
k
）家族参与的潜在构型。基于ORIRIS数据库中46个

国家6611家上市公司或非上市大型公司的数据分析，他们通过探究五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得出

了如下结论：家族所有权是家族董事会、家族董事长、继承的必要条件，家族董事会则是家族董

事长、家族CEO的必要条件；且就充分条件来说，家族所有权的形成有三个条件构型，即家族董

事会、家族董事长且创始人、非家族CEO且继承人，而家族董事会的形成也有三个条件构型，即

家族所有权且家族董事长、家族董事长且创始人、家族CEO。家族参与度高的企业，是多个方面

因素共存且相互作用的结果。

五、  定性比较分析法在管理研究中应用的优势及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

（一）QCA方法应用于管理研究的优势

相较于量化研究法和常规的质性研究法，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具有如下优势：

1. 对样本量和数据来源要求较低。现有的定量研究法本质上都是基于回归分析（夏鑫等，

2014），通常要求200—300个样本量以保证结果的稳健性。常规的定性研究方法，包括扎根理

论、民族志、案例研究等，单个研究对象的信息量较大，因此通常只选取一个或最多几个样本。

QCA作为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产物，突破了数据量限制的问题，适用于处理对质性

研究来讲样本量太大但对量化研究而言样本量又太小的中间情况（Stokke，2007）。
构型研究的一大难题在于，理论上构型的数量远远多于案例数。也即，许多理论上存在的

构型，在实际中并没有可观察到的相应的案例支持。这就造成了构型研究中常见的有限多样性

的问题。QCA可以通过反事实分析解决这一问题，即根据理论或其他方法的佐证来进行必要

的主观判定。QCA把影响因素称为“前因”（antecedent）而不是通常的“变量”。在最为简单的

csQCA中，n个因素可以组成2
n
个构型，相应的样本量达到2

n–1
即可，因此可以处理小样本的研

① 其具有的构型表达式为：~收购者高绩效*~收购者财务杠杆*收购者经验丰富*~相关收购*溢价收购*~现金收购（~表示“不存在”此条
件，*表示“并且”）。其中黑体显示的均为核心条件，非黑体的为边缘或贡献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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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问题（Judge等，2014；Martín-de Castro等，2013；Korczynski和Evans，2013；Cárdenas，2012；
Freitas等，2011；Greckhamer，2011；Chung，2001）。

布尔运算作为QCA的基础，具有结构化处理大量案例或质性数据的优点（Romme，1995），
可以处理十几至上百个数量的样本（王凤彬等，2014）。在已见的研究文献中，研究者使用的样

本量从9个（Rémy，2007）到6611个（Garcia-Castro和Casasola，2011）不等。截至2016年4月，在专

注组织层面研究的49篇文献中，有23篇样本量在50个以下，11篇样本量在200个以内，未达到回

归分析的基本要求；15篇样本量在250个以上，其中6篇样本量在1000个以上，这是传统的定性

研究方法所无法处理的。同时，QCA可以对二手数据进行深入挖掘。截至2016年4月，在已交代

数据来源的92篇文献中，42篇使用了一手数据，3篇明确指出采用一手与二手数据的结合，其余

47篇文献均仅使用二手数据，数据来源包括各类数据库、既往研究、档案数据等。

2. 应对前因的复杂性。回归分析要求变量之间不能具有共线性，以找出各个变量的净效

应。QCA方法则以构型理论为基础（Raab等，2013；Greckhamer，2011；Lounsbury等，2013），关注

因素之间的交互关系（Kask和Linton等，2013）、联合成因（Stokke，2007；Cárdenas，2012）和组合

效应（Ordanini和Maglio，2009），以便通过前因条件组合的分析（Judge等，2014；Ganter和
Hecker，2014），对引致特定结果的复杂原因做出合理解释（Martín-de Castro等，2013；
Lounsbury等，2013；Korczynski和Evans，2013；Kogut和Ragin，2006）。QCA的理想结论是得出

“INUS”条件组合，即单个因素对特定结果而言是非充分但必要的条件，而这些因素组成的构

型对该结果而言却是非必要但充分的条件。常见的量化研究方法只能处理线性相关关系，而对

非线性关系挖掘比较困难，而QCA基于集合论可以发掘存在于多个因素之间的相当复杂的非

线性关系（Ganter和Hecker，2014；Cárdenas，2012）。
3. 主张因果非对称性。回归分析得出的是相关性结论而非因果关系的结论，需要通过理论

或时间设定等推定何者为因、何者为果。QCA则是通过集合之间关系直接证明因果关系。回归

分析是基于统计分析的原理，假定变量间存在的是线性相关关系，因此回归分析的结果是对称

关系，即导致结果变量水平高或低的因素是一致的，两者正相关时为同向变化，负相关时为反

向变化。QCA以讨论集合间隶属关系为主要手段（夏鑫等，2014），以此展现前因构型与结果变

量之间的充分、必要和充要关系等，从其数据分析结果中能够直接判定构型和结果之间的因果

关系。因此，QCA可以分析不对称的因果关系（Judge等，2014；Bell等，2014；Fiss，2011），即导致

结果变量高水平的条件构型和低水平的条件构型未必相同，即两者可以包含不同的条件要素，

而不仅仅是相同要素在水平上的差异。

4. 无须对跨层变量做特殊处理。在既有的量化研究方法中，如何处理跨层变量是一大难

题，需要使用多层线性模型等复杂方法进行处理。组织研究中通常需要加入制度因素或其他高

于组织层次的情境因素，因此，如何处理跨层变量是组织研究的一个难点。而QCA方法消除了

对影响因素间独立性的假设，对因素之间跨层嵌入的情形具有兼容性，不要求对跨层变量进行

特殊处理（王凤彬等，2014），因此特别适用于涉及多层变量的管理研究（Greckhamer，2011）。
5. 降低现象复杂性。csQCA可以通过测量变量存在与否（Kogut和Ragin，2006），fsQCA可

以通过测量存在或不存在的程度，从而减少现象的复杂性（Cárdenas，2012）。QCA以构型视角

看待案例，针对每一个案例都从多个因素来考察是否分别为某集合的成员，然后从多重集合中

所对应的归属关系的组合来刻画案例总体特征（Kogut和Ragin，2006）。在此基础上通过布尔逻

辑运算，识别出所观察案例的最简约的条件构型（Ragin，1987）。这样，去除无关的特征，便使研

究结论更加精炼和可靠（彭娟，2013），且数据简化也利于发现作用机制（Raab等，2013）。
6. 完整解读案例。QCA是介于概化性（generality）和复杂性（complexity）之间的研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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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引致特定结果上具有等效性的前因条件构型开展多样性导向的研究，从而与案例导向

和变量导向的研究有明显区别（Kogut和Ragin，2006）。构型解释使研究者能够整体看待案例，

而不将其解构为变量（Chung，2001），同时可通过合理的假设应对有限的多样化，因此不需要

关注自由度的问题，从而可以聚焦于有更深了解的案例进行因果解释，而不致造成对案例的曲

解（Stokke，2007）。
（二）QCA方法应用中的挑战及解决策略

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QCA也受到了一些质疑。有学者指出，csQCA存在对个案敏感的

问题，且难以区分实在与随机数据。Marx等（2010，2013）则表示，QCA应用者可采用调整纳入

分析的前因条件数与样本量（案例数）比例来解决这一问题，他们认为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个案

的敏感性才对结果造成影响。时序分析是对QCA方法的另一个挑战。在应对这一挑战中，当前

已发展出一个新的分支，即TQCA（temporal QCA）。尚存的问题是，TQCA中难以对共生现象进

行编码，并在一个前因条件缺失时难以进行时序编码。另外，当组成构型的前因条件过多或样

本量过大时，QCA结果生成的构型数将呈指数增加，致使研究难以满足简洁性的要求并且结

果不易解读。为此，Jackson和Ni（2013）开发了两步法，将量化分析方法与QCA相结合，即当数

据量大时，可先通过常规的统计分析，以缩小进入QCA分析的前因要素的数量。同时，由于

QCA在数据标度、反事实分析等步骤中有时需要辅以主观判断，这对此方法应用者的理论功

底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对研究结果可信性的质疑，无疑是QCA应用中最需要面对的挑战。由于以QCA方法进行

的研究通常样本量都较少，某些构型可能仅有1—2个观察到的样本，甚至出现没有观察到样本

而需通过反事实分析进行判定的情况。因此，QCA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常受到质疑。对此，学者

们提出了多种稳健性检验方法，以其作为增大QCA研究结果可信度的基本方略。

Bell等（2014）提出了两种进行稳健性检验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在对引致结果变量高水

平的前因条件进行构型研究的同时，也对其反面即结果变量低水平的前因构型进行研究，这是

QCA稳健性检验中最传统、最常用的方法。与回归分析中持因果关系对称性的假设（即“若
X→Y，则～X→～Y”）不同，QCA研究者认为，正面、反面结果的成因并不具有对称性，也即导

致高水平结果与低水平结果的前因构型是不同的。在“公司治理与投资者对境外IPO股票溢价

感知”一文中，Bell等（2014）在分析导致股票溢价的前因组合之外还补充研究了导致“股东价

值低”的构型，发现后者三种前因组合与导致“股东价值较高”六种组合的条件基本不同。类似

地，Kask和Linton（2013）在对“新创企业如何建立成功的商业伙伴关系”的研究中，也采用这一

稳健性检验方法，对不能成功建立商业伙伴关系的前因构型进行了补充检验，得出的四种构型

与导致成功建立商业伙伴关系的三种构型的前因条件截然不同。Misangyi和Acharya（2014）在
对“治理机制的要素如何互动构成有效治理机制”的研究中，同样补充了导致治理机制无效的

两种前因构型。在稳健性检验中，如果出现同一种构型既能导致结果变量的高水平又能导致结

果变量的低水平，则认为它不应是结果变量高水平的充分条件，应当剔除这样的构型，甚至要

重新进行条件组合分析，以保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Bell等（2014）提出的第二种稳健性检验方

法是，增加先前研究已发现的其他影响因素。他们在有关投资者对境外IPO股票溢价感知的影

响因素QCA分析中，通过进一步纳入内部所有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介入、创始人兼任CEO等

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即便增加了这些条件后，其研究结论仍不变，即当公司进行境外

IPO时，若对股东保护的机制不完善，通过更多的激励和监督机制的组合，能够实现较大的股

票溢价。研究结果的可信性由此得到了证明。

Kim（2013）在其对“模仿的隔离机制的两大成因”的研究中提出，检验所得结果对数据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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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是否敏感有四种稳健性检验的方法。一是跨越不同时段，若研究结果仍然一致，则认为其稳

健；二是在变量标度时采用不同的临界值（crossover），比如将完全属于和完全不属于编码的临

界值从10%、90%变更为5%、95%，然后再进行运算。Fiss（2011）以及Kask和Linton（2013）的研

究中也采用了这一稳健性检验的方法，将临界值增或减25%后再做检验；三是采用不同来源的

数据来检验。如Kask和Linton（2013）同时使用了来自EPO和USPTO两个专利数据库的数据分

别做检验；四是在变量测量中使用不同的测量方法，如发放给不同对象的问卷等。

Leischnig和Kasper-Brauer（2015）提出一种新的稳健性检验的方法，即用基于相关性的方

法来检验基于集合论的方法的研究结论，即计算每一个案例在每一种构型中的归属度分值，取

其最小值作为每一种构型的结果，以此将每一条构型转化为独立变量，再与结果变量进行回归

分析。此外，Fiss（2011）指出，当用QCA进行分类研究时，还可将研究结论与传统分类研究方

法，如聚类研究、偏差分析法等得出的结论进行比较。虽然传统方法无法检验QCA研究的某些

结论（如因素间复杂关系等），但将其分类结果与QCA构型结果进行比较仍然有参考价值。

六、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演进

自Ragin（1987）提出比较研究方法以后，受限于技术条件，QCA最初只能实现基于清晰集

的比较研究，即处理取值为0或1（是或否，完全隶属或完全不隶属）二分变量的csQCA。2000年，

Ragin进一步提出了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也即fsQCA，它通过非完全隶属或非

完全不隶属的模糊集合概念，将变量校准为0—1之间连续的“成员归属度”数值，从而将研究精

确程度从某一条件“是否”存在提升到某一条件存在/不存在的“程度”对结果变量的影响。为了

处理研究中有些变量为多个分类变量的现实问题，QCA逐渐演化出一个新的分支，即

mvQCA（Cronqvist，2004）。将存在或不存在的条件从二分变量放宽到多个取值后，变量校准为

从0开始并以“1，2，······”的连续整数来赋值的分类变量。一些研究者认为，mvQCA实际很难从

集合论的角度进行解释（Vink和Van Vliet，2009；Schneider和Wagemann，2012），但这并不影响

这一方法的有效性。只是与csQCA及fsQCA相比，mvQCA采用了与之不同的“符号”（notation）
体系，前两者均采用集合隶属标记，而mvQCA则采用取值（value）标记（Thiem，2014）。这两类

标记法的差异带来了方法不可比较的问题。对此，Thiem（2014）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即将两

种标记方式统一成“取值分数”符号体系（value-score notation，VSN），对清晰集、模糊集和多值

数据都使用同样的分母（common denominator）进行标定。这样处理之后，csQCA既是fsQCA的

一种特例，又是mvQCA的一种特例，mvQCA是csQCA的一般化。因此，以上三类QCA的方法，

可以统称为广义集合定性比较分析（gsQCA）。Caren和Panofsky（2005）指出，作为一种静态研

究的QCA忽略了前因之间固有的顺序，也即QCA将前因要素看作同时出现而不是随时间变化

的。前面述及的TQCA就是为了弥补这一缺憾而开发的一种将布尔运算和序列分析相结合的

方法，可用以探究要素间互动关系的时间性。复旦大学复杂决策分析中心于2012年发布的

fmQCA（fully functional multi-value QCA）软件，能够同时处理要素与结果变量均为多值的数

据，弥补了现有mvQCA软件不能处理结果变量为多值且不能逻辑化简的不足。

共存分析（coincidence analysis，CNA）是与QCA相关的另一种基于布尔运算进行因果分析

的方法（Baumgartner，2009；Baumgartner和Epple，2014），在一定程度上是对QCA的延伸与发

展。与QCA相同，CNA也关注条件构型整体而非单个条件的效应，并且也能在数据量较小的情

况下通过构型获得最简化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但与QCA比较，CNA还具有如下功能：可以

做多结果变量的研究；可研究前置条件对中间结果变量的影响及多结果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

因此研究结果将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而不像QCA是非链型的结构；可以解决某一变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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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下一阶段因果的情况，特别是分析中可以不构建完整的真值表，也可以不进行反事实分析；

不是基于奎因—麦克的优化方法
①
，而是基于其自身的规则进行优化。

Vis和Dul（2016）提出了一种能够比QCA识别更多必要条件的方法，称为必要条件分析

（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NCA）。QCA只能够“定性地”（in kind）识别哪些因素是某一结果

的必要条件，而NCA还可以进一步“定量地”（in degree）识别某种程度的因素是某种程度结果

的必要条件。所以，NCA既是对回归分析方法的有效补充，也是对QCA方法的有效补充。

七、  结论与展望

管理学领域正在出现研究范式向构型视角的转变。特别是复杂性理论继系统和权变理论

之后日渐成为管理研究主流以来，注重综合而不是分析的设计科学（science of design）重新抬

头，这使构型视角的研究得以展现其独特的魅力。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作为构型研究的承载工

具，它从政治学、社会学、新闻学等宏观研究领域（毛湛文，2016）引入到中观的企业管理研究

后，因顺应了管理研究的前沿发展需要，在西方管理学界迅速流行，并在全球范围得到了越来

越多管理学者的重视。然而，目前国内在管理研究中采用这一方法的学者屈指可数，研究成果

的数量远不及海外，质量也存在差距。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很多研究者对这种方法不了解

或不够熟稔，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国内外缺乏对该方法进行系统梳理的文献，对此方法所能解决

的问题类型及分析逻辑没有清晰的把握。

国内此前仅有的两篇QCA的综述均是从数理逻辑上解释了布尔运算的原理（夏鑫等，

2014；毛湛文，2016）。本文首次从应用角度通过对管理研究领域采用QCA方法的175篇文献进

行系统梳理，总结了其在既有研究中所解决的三类问题：殊途同归问题、复杂前因及前因间互

动关系问题、分类问题。本文在提出针对稳健性质疑的解决方略的同时，着重提炼了QCA在既

往研究中体现的六大优势：对数据要求较低、处理复杂前因、主张因果非对称性、无须对跨层变

量进行特殊处理、降低现象复杂性和完整解读案例。这六大优势使得过去大量因方法约束而无

法进行的研究可考虑采用QCA作为新的研究思路和操作工具进行探索，QCA在未来的管理研

究中具有极大的潜力。本文构建了QCA可用于管理学领域探索或利用导向的未来研究的总体

框架（如图1所示），希望能够推进这一介于多案例研究与量化研究之间的质性研究方法在管理

学界获得更多的应用与进一步的完善。

（一）探索导向的未来研究领域

1. 拓展全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

诞生于公共管理领域的QCA作为最适合构型研究的方法被引入管理学界后正受到越来

越多学者的认可和采用，并且为越来越多的主流期刊所接纳。随着其具体方法和软件程序的不

断发展和完善，定性比较分析所能解决的问题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目前，在公司治理、创新管

理、创业管理等领域，定性比较分析都有较多的应用。自2015年以来，定性比较分析在市场营销

领域尤其是消费者心理学领域应用广泛，仅JBR就发表了10余篇相关文章。未来，以采用案例

研究方法为主的领域，尤其是采用多案例研究设计时，都可以采用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而以

往采用回归分析为主的领域，如组织行为学等，也可通过QCA方法应对共线性、多重交互等问

题。此外，情境因素在组织研究中的重要性正愈加突显。QCA方法以其能够实现多情境因素交

互，特别是内外部因素，很好地契合了未来管理学研究的趋向。

① 奎因—麦克优化方法（Quine-McCluskey optimization）是最小化逻辑函数的一种算法（纪书国和陈付龙，2010），主要包含两个步骤：一
是找到逻辑函数的所有质蕴涵项，二是在找到的所有质蕴涵项中寻找必要质蕴涵项（在描述输入和输出之间逻辑关系时必不可少的质蕴涵
项），去掉非必要质蕴涵项。Baumgartner（2009）认为，这种方法仅能在相应的真值表包含因素组合在存在与否上有所不同的两行的情况下，才
能对充分条件的冗余组合进行简化，因此难以满足CNA的简化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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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发中观理论

与传统方法适于构建普适性理论相比，构型研究是一种适合于中观层次研究的综合性研

究方法。这种范式具有同时基于特定情境和特定设想的优势（Park和ElSawy，2013），因而被

Rihoux和Ragin（2009）认为是最适合构建具有“适中普适性”的理论（modest generalization）。由
于无须对跨层变量进行特别处理，QCA在综合国家经济、制度等宏观层面因素以及企业组织

内微观层面因素的研究中具有明显优势，可帮助研究者进行中观层面的组织（不局限于企业）

管理理论的构建。

3. 对管理新现象的全局性探究

之前无论是案例分析还是回归分析，研究者都会因为处理信息的局限性，在抽取变量的过

程中丧失对复杂现象的全局认识。定性比较分析能够完整地看待复杂现象，因此能够较好地挖

掘一个新的管理现象背后所蕴涵的各方面支持条件以及这些因素间共同作用的机制。

（二）利用导向的既往研究深挖

1. 对多个前因条件影响被解释结果的作用机制的深入探究

既往研究多关注单个变量对某一结果变量的影响，或者在出现多个不同的解释变量时以

“加和”（additive）方式考察各变量的“净”影响。QCA方法不但放宽了对解释变量间独立性的要

求，而且还拥抱这种非独立性。它可以综合考虑既有研究所发现的一系列变量，从相互替代（并

集）或互补（交集）等多种关系角度分析各变量对同一结果变量的联合影响，不仅可以探索相关

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可以在因果关系检验中佐证既往研究。QCA不是对既有方法的替代，

而是可以作为一种混合方法对既有方法进行有效补充。但需要注意的是，获得引致特定结果的

前因构型本身并不构成理论的创新，对各种构型如何导致特定结果的机制进行分析和解读，才

是运用QCA方法做出理论贡献的核心。综观顶尖期刊所发表的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的文章，

利用 探索

对既往研究的再开发 QCA方法发展

QCA方法的演进

QCA方法的变种

共存分析（CNA）

• 因果链分析

必要条件分析（CNA）

• 识别必要条件及其

  必要程度

对矛盾结论的再检验

• 情境研究：联合情境因
  素考察矛盾结论的适用
  范围，进行理论创新
• 控制变量：增强带有不
  易排除的控制变量的研
  究的稳健性

对联合成因的探讨

• 复杂前因：探究既往研
  究中的多个独立要素之
  间具有怎样的互动关系
• 路径分析：对既往研究
  中独立要素的联合效应
  （多交互）形成的多条路
  径进行比较分析，并可
  知其路径的重要性

对反向结果的探讨

• 因果非对称：启发学者
  重新讨论既有结果变量
  反向结果的影响因素

单一结果变量

• csQCA：二分变量

• fsQCA：连续变量

• mvQCA：多值变量

多值结果变量

• fmQCA：多值变量

时间序列

• TQCA

新研究的开拓

新研究领域与主题
• 量化为主的学科：考虑联
  合成因
• 质性为主的学科：实证支
  持
• 交叉学科问题：复杂问题
  的多维解读

开发中观理论
• 中观理论：管理问题多涉
  及宏观、微观、个体多层
  面，跨层分析的优势能够
  将三者结合，有利于中观
  理论的开发

新的管理现象
• 全面解读：对新的、复杂
  的管理现象的全面解读

时序研究：分析构型和要素作用变化

 
图 1    应用QCA深化管理研究的未来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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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机制解释方面有所建树。而这需要研究者在软件运行结果的基础上结合典型案例对相应

构型的作用机制做出深入解释，无疑对研究者的理论功底提出了高要求。正因为如此，采用

QCA方法的研究被划归为质性研究类别。

2. 对有争议的研究结果的统合解释

针对特定研究问题，既往不同研究可能对同样的自变量、因变量得出不一致甚至相左的结

论，或者出现与既往研究结论相矛盾的情况。这常使研究者陷入研究的困境。在定性比较分析

中可以通过加入情景因素或与其他因素联合解释的方法，对同一变量导致不同结果的情况进

行解释，从而突破困境，获得理论创新。

3. 对反向结果成因的探究

既往研究假定因果具有对称性，往往忽视对导致某一结果的反向成因的探究。而在管理实

践中，管理者因其能力未必能够采取导致正向结果的管理行为，但对某一反向结果的研究能够

帮助管理者纠正导致反向结果的不当行为，因此在管理学研究中，避免某一反向结果的产生与

推动某一正向结果的产生应当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QCA所主张的因果非对称性启发研究者

补充对既往研究问题反向结果成因的研究，使研究更加全面。

（三）时序角度的跨期对比分析

许多构型研究具有内在的时序性分析要求（Hak等，2013）。由于构型中的要素是动态变化

的，一些要素会消亡，新的要素会出现，且它们在联合作用中会彼此相互加强或相互削弱

（Siggelkow，2013）。以往对构型动态的研究多是通过被广受批评存在“外部效度”问题的案例

研究法进行的。TQCA从方法的角度化解了动态规律提炼的困难，但由于难以长时间跟踪构型

变化的完整案例并做出构型组成变化的合理解释（Park和ElSawy，2009），构型研究中如何进行

有理论寓意的时间序列分析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Rihoux和Ragin，2009）。虽然存在这样的

局限，TQCA仍不失为解决时序构型问题的备选方案。另外，NCA及其分支TNCA（temporal
NCA）也可以在考虑时间因素的同时对构型中必要条件及其作用程度的变化进行分析。随着

各个分支方法的发展与完善，QCA在管理研究中的重要性与吸引力将会迅速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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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
in Configuration Research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Field：

Commentary and Future Directions

Zhang Chi,  Zheng Xiaojie,  Wang Fengbin
（School of Busines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configuration perspective in business management research is growing, but the lack
of  supportive  research  method  slows  it  down.  Since  Fiss（2007）proposed  to  use  the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to  solve  the  problem  of  empirical  research  from  the  configuration
perspective, the method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management research overseas. Conversely, QCA is
still in its initial stage with few achievements in China. Based 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related literature
adopting QCA in the management field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at three major
problems can be solved in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research by QCA: exploring multiple routes
resulting in the equifinality, dealing with complex interactions between antecedents and deepening &
supplementing classification. Secondly, this paper summarizes QCA’s six advantages, including the low
demand of quantity and sources of data, cause complexity, casual asymmetry, no need to deal with
multilevel variables, the reduction in phenomenon complexity and complete case explanation. Facing the
most questioned robustness in the application of QCA, this paper sums up a number of specific coping
strategies. Finally, supported by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QCA, this paper proposes a three-dimensional
research framework consisting of digging the past research, and cultivating the future research and time-
serie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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